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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① 与之相比，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所收
书目更为全面，概括内容自然也更多。他在书中还专辟一章，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分别讨论了
两者各自的成就。在评论中国史学家和史学传统时，金氏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立场，对司马迁和班固没
有做明确的褒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的附录“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披露其写作《中国史学
史》，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特别是为了响应梁启超的号召。金毓黻指出，民国时期的史学趋势体现于
两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开发和整理，二是新史学的建设和新史的编纂。他举章太炎、梁启超、何炳松的论
著为例，指出后者是中外文化交流、激荡的产物。② 显然，如果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授课，受
到章学诚等中国学者的启发，那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写作和出版，同样间接地受益于中日文化和学术
的激荡与互动———如所周知，章太炎、梁启超的新史学号召和建设，都是在两人流亡日本的时候提出的。
总而言之，在知识体系的整理、重构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常常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促

进了本土文化和外埠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一互动、交流的结果有助人们寻求文化自信，并由此出发
而构建属于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本文所举的三个例子，希望能说明和证明这一道理。

克罗齐“哲学与历史学同一”思想解读* ③

———兼谈哲学在历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董立河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贝奈戴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1866—1952 年) 是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
批评家。主要受维柯的历史主义思想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影响，克罗齐在行动和历史中发掘精神
的实在性，提出了独特的“哲学与历史学同一”的观点。当前，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都在思考
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克罗齐这种淡化学科界限、倡导学科融合的想法和做法，可以为当下的
讨论提供一个有张力的思路和视角。
在本文中，所谓“历史学知识体系”，与通常所理解的关于历史事实的知识无关，它其实指的是一

种理论形态的“历史知识形式”，大致相当于最近讨论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笔者将首先聚焦于对克罗齐相关文本的解读，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悟，在自己前期思考的基础

上，谈谈哲学在一般历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作为历史学方法论的哲学

克罗齐的哲学是一种有关精神的哲学( philosophy of the spirit) ，其四卷本的哲学著作的总称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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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的中译本收有《章学诚的史学》和《中国史学史概要》作为附录。前者讨论了章学诚的贡献，后者则指
出他本人对司马迁的重视。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 370—395 页。
金毓黻在其导言中提到梁启超如何启发他构建中国史学史的写作内容，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 4—5 页; 他的附录参见
该书第 382—440 页。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与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 20JJD770001 ) 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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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精神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活动。所谓精神活动，这里指的是“直
观( 直接经验) ”和“( 对直观的) 抽象”这样两种认识活动，以及“经济”和“伦理”这样两种实践活动，
分别对应于“美”“真”“用”和“善”四种范畴，它们又分别成为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和伦理学这四门
学科的研究主题。这便是《精神哲学》前三卷《美学》《逻辑学》和《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那么，作
为整部著作结论的第四卷，《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所探讨的历史学是什么呢? 它与前三卷的内容有
什么联系呢?

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学应该是历史学家运用“美”“真”“用”和“善”的范畴，对人类活动的具体
研究。比如，在叙述 1922—1943 年的意大利时，历史学家必须既诉诸直觉能力同时也运用抽象能
力，从而得出包含普遍性的个别判断: 1922—1943 年的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这个过程就涉及“美”
和“真”的范畴，分别属于“美学”和“逻辑学”学科，从而具有哲学性或思想性。不过，在四门学科中，
真正体现哲学性的是逻辑学，因为它本身即是有关思想的学问。逻辑学既包含普遍判断也包含个别
判断，由于它们都涉及普遍性概念，因而都具有思想性。其实，任何一个判断，特别是在历史学中，都
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并不存在纯粹的个别判断或纯粹的普遍判断。在上面这个个别判断中，“法
西斯国家”这个谓语就是一个普遍性概念，其中的“法西斯”和“国家”等术语，暗含着作者和读者共
享的伦理和政治观念，并以某种伦理的和政治的哲学为前提。正是在这一哲学前提下，我们才能把
握住 1922—1943 年意大利的政治现实。因此，作为普遍性概念的哲学，就以个别判断之谓语的形式
蕴含在历史学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成分。
克罗齐甚至认为，对于那些思想型的历史学家来说，其作品的主语往往是普遍概念，而谓语反倒是

具体的个体。也就是说，他头脑中通常先有普遍概念，然后再用个别事件或人物来加以阐明。比如，就
一部真正的政治史著作来说，其主语常常是“文明”“进步”和“自由”等普遍概念，而谓语则是个别国家。
当然，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历史著作，不是那种单纯搜罗和排列史料的编年史，而是那种关注于思想或精

神的活的当代史。在这里，历史学与哲学是一体的，因为，哲学已不再是对抽象真理的单纯沉思，而“是
对永恒当下的思想”。历史学家已不满足于“了解”( knowing) ，还致力于“理解”( understanding) 。①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莫顿·怀特才说，克罗齐的历史学“是最宏伟、最深奥的学科，而与哲学本身是同一
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对他所研究的事件进行理解和估价，而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成了哲学家。”②

总之，历史学与哲学是统一的甚至是同一的。这是克罗齐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论点。
这样的话，这种与历史学同一的哲学，同时也是“历史学的方法论成分”，即“对构成历史判断的

范畴的解析( dilucidation) ，或对于指导历史阐释的概念的解析”。也就是说，哲学作为历史学方法
论，它旨在对历史学中的概念进行“解析”，从而让人能够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由于历史学内容
是精神的具体生命，而这种生命是想象和思想的生命，是行为和道德( 以及其他能想到的东西) 的生

命，并且精神虽形式多样却始终为一，所以，这种解析就会在审美因素和逻辑因素之间、在经济因素
和伦理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在精神哲学中将所有这些因素加以统一和分解。”③再拿上面的例子来
说，我们在历史学家有关 1922—1943 年意大利的判断中，区分出了“直观”( 审美) 和“抽象”(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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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trans. Douglas Ainslie，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21，pp. 61 － 62. 需要说
明的是，本文在对该英文译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翻译中，参考了傅任敢的中文翻译。参见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
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莫顿·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等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40 页。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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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种精神形式，它们之间既存在差别，同时也统一于精神。这一解析的过程便是一种作为方法
论的哲学活动。
这种作为历史学方法论的哲学，有时也被克罗齐称为“历史知识论”( historical gnoseology) ，①其

目的在于通过对概念的解析，让历史清晰明白起来。如果一种哲学解析，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
让历史晦暗不明，那就说明这种解析是武断的和不当的。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必须服务于历史学家的
实际研究。我们不必因此而担心，这种哲学会沦为职业史学家的经验主义方法论 ( empirical
methodology) ，因为，它在脚踏历史学土壤的同时也仰望哲学的星空，致力于成为一种哲学方法论
(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力图对历史研究中提出的理论问题给出哲学的解答。② 通过历史知识论
的精神哲学分析，我们还能够看清经验论者带给历史学的弊端，他们将活生生的历史分割为各种彼

此隔绝的专门史，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精神统一性。
基于上述历史性的哲学理念，克罗齐反对具有古老传统的西方本体论或超验哲学，它试图超越

生活和历史世界，探察宇宙的秘密，认识终极的实在，揭橥世界的本体。在这一点上，克罗齐是与实
证主义者站在一起的，后者力图通过揭示世界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以祛除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和神秘

性。不过，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方法论哲学……不是将偶然性归为必然性，而是使偶然性成为不
可或缺，从而确立思想的支配权。这种哲学恰恰是作为历史的哲学( 因而也是作为哲学的历史) ，从
而在纯粹( 经验性) 范畴和方法论成分中确定了哲学的成分。”③也就是说，在克罗齐看来，方法论哲
学既有历史性也有哲学性，因而，在反对超验的形而上学方面，具有比实证主义更大的有效性。
在克罗齐眼中，较之超验的形而上学哲学，作为方法论的哲学更具活力和优越性。超验哲学不

能解决方法论哲学的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它自身的这些问题，却能够通过方法论哲

学的分析和批判，得以解决或消解。从方法论哲学或“知识论学说”④角度看，所谓外部世界或灵魂
本质的实在性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不过是辩证法之不断衍生的各种面相或者知识的现象学”。⑤

克罗齐从历史主义观点出发，对形而上学哲学存在的六种偏见、倾向或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第一种偏见是认为哲学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从作为历史的哲学看来，不存在这样一个根本
的一般哲学问题，而是会出现无限的相互依存的特殊哲学问题，它们源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具

体生活实践。第二种偏见是认为哲学的功能在于统一而不是区分。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看重对于
真实实在的洞察力和思辨力，而鄙视仅对偶然性感兴趣的批判力和思想力。正相反，克罗齐认为，对
于历史学家来说，形而上学家的学说是空洞而无用的，缜密的分析和辨识则是一种学术美德，尽管单

调、苛刻和费力，却是严格、有效和有益的。第三种偏见是追求终极哲学的倾向。在克罗齐看来，由
于精神和思想之生生不息的本性，哲学总是随变动不居的世界而不断变化。
前面三种偏见必然会导致后三种错误倾向。第一种错误便是对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理想形

象的追慕。克罗齐则致力于让哲学从仙界降临人间，进入历史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头脑，使之成为训
练有素的自觉的哲学家。第二种错误在于为了寻求一种根本的哲学问题，而一味沉迷于形而上学著
作中。对此，历史性哲学要求回到现实生活，研究特殊问题，从而促进哲学新的发展。第三种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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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81.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52.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53.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54.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54.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后一种错误倾向关于哲学性阐述( philosophical exposition) 。也就是说，为了与形而上学的内容相匹
配，哲学家们往往采用一种宏大的和诗性的体系化表述形式。而作为对历史阐释范畴的一种解析，
方法论哲学已经使哲学阐述从诗歌降为了散文。①

总之，克罗齐主张彻底克服形而上学的上述六种错误倾向，从而清除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障碍。
他呼吁哲学家更新哲学理念，从神学—形而上学的怪圈中跳出来，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下来，直面各
种紧迫的现实问题，深入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对各种人文学科进行批判性分析和研究。他也希望
据此重新评估马基雅维利和维柯等思想家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他不满意于旨在研究所谓“根
本问题”的无血无肉的哲学史，而提倡一种更加丰富多样和具有弹性的哲学史，以适应于新的方法论
哲学理念。“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坚持认为，不仅有关内在性、超越性以及此岸和彼岸世界等问题的是
哲学，而且一切有利于丰富指导性概念遗产、增进对真实历史的理解以及有利于形成我们生存于其
中的思想现实的也都是哲学。”②

历史学与哲学同一的断言，以及在此前提下哲学作为历史学方法论的主张，无论对历史学家还

是哲学家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规范性要求。如同莫顿·怀特所言，“它的效果是使历史学家越来越感
到需要理论的分析，使哲学家越发感到需要在一定的前后关系中去分析他的概念，不应该把这些概

念看成是超验的、柏拉图式的天国的居民，应该看成是某一表述的述( 谓) 语或特定判断的组成部
分。”③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不应该满足于对个别事件的单纯描述，而是要致力于对历史事件进行哲学的
理解和分析，哲学家也不应该醉心于对超验概念的空洞玄想，而是要着力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下

对这些概念进行历史的领会和剖析。克罗齐反对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职业哲学家，也对仅以博学多闻
自居的历史学家不以为然。他主张双方应该联起手来，而不是各自为战，甚至彼此轻视。在他看来，
“所谓史学家搜集赤裸裸的事实而把它们当作历史写作出来; 哲学教授们罗列空洞的观念; 这样他们就
以一种无知形态补充了另一种无知形态，以这样的方法做下去是搞不出多少进步的。”④

二、作为哲学史的史学史

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学应该与哲学统一起来，真正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那么，作为对历
史学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思，史学史必然而且应该与哲学相统一。弄清楚史学史的研究主旨，对于历
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不过，在史学史应该主要关注什么的问题上，史学史家们却存在不
同的看法。我们看看克罗齐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史学史当然要关注历史学家的研究和书写。史学史内容非常广泛，往往包含各种不同的维度，

因而与其他学科史都有交叉，存在这样那样的关联。不过，克罗齐认为，史学史应该和其他学科史区
分开来。不少历史作品，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不乏文学成分或艺术形式，史学史因而会涉及历史
作品的文学形式，涉及其文体等方面。不过，史学史毕竟不同于文学史，不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历史作
品的艺术价值上。再如，历史学与文献学之间的联系也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克罗齐看来，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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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p. 154 － 163.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64.
莫顿·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第 41 页。
莫顿·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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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材料的收集、重排和提炼，类似于图书馆学或档案馆学，属于文化史的范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
历史学。文献学史与史学史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①

史学史与政治学史和伦理学史等实践倾向类的史学之间，同样是有区别的，尽管也存在微妙的

联系。比如，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位政治史家，他试图如实书写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的发展过程，而
同时，他本身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位政治家，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在他的历史著述中。
就此，克罗齐主张，史学史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属于历史学的内容，而将自己本人的实践态度放在次

要的位置上。使史学史成其为史学史，使之具有“逻辑性、连续性和必然性”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
史学史家本人的政治态度等方面，而在于其中的“历史学思想”，②它是这些其他方面的前提并通过
它们来使自己得到发展。如果我们主要关注马基雅维利的社会和政治态度，那么，他呈现在我们眼
前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致力于还原政治学真相的政治史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意大利爱国者和绝对

权力捍卫者。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远离政治的维柯，那么，他甚至还不如马基雅维利，而在克罗齐
眼中，维柯其实是一个比马基雅维利更伟大的史学史家。③

克罗齐同时指出，史学史与文献学史、文学史( 有关情感) 和实践倾向史( 有关意志) 之间的上述
区别，在哲学史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哲学史探究的是纯粹的思想或概念，而“思想辨别情感和意
志，并与情感和意志有区别，但与自身无区别，恰恰是因为它乃是区别的原则”。④在这里，实际上已
经体现了史学史与哲学史之间基于思想的同一性。
总之，“史学史既不是文学史，也不是文化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历史等这类具

有实践性质的历史，然而，由于历史之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史学史无疑又是所有这些历史，虽则它的

重点不在实践性的事实( practical facts) 上面，而在历史学思想上面，后者才是史学史的真正主题。”⑤

史学史家不可能不涉及历史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可能不对历史作品进行文献学的处理，也会不可避

免地将自己本人的社会和政治倾向带入历史学研究中。不过，这些对于史学史来说都是次要的，史
学史的首要目的，在于弄清楚“历史学思想的发展”。⑥

克罗齐还在“历史学思想”的视域下，探讨了“历史学理论”(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⑦与历史创
作的关系问题。克罗齐认为，历史学理论与历史创作都是思想的产物，彼此和谐一致，浑然一体。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以一种多多少少反思的方式拥有其历史学理论的，因为，不必说得太细，每
个历史学家都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着反对其他历史学家的争论( 反对有关某个事实的其他‘说法’和
‘判断’) ，如果他自己头脑中没有一种有关历史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概念( 也就是历史学理
论) ，他怎么能够进行争论或批评别人呢?”⑧作为对于历史学本质的反思，历史学理论是历史学家工
作的当然前提。总之，“史学史是历史学思想的历史，在这里，将历史学理论与历史学区分开来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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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p. 166 － 169.
克罗齐通常不加分别地使用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和 historical thought这两个含义相同的表达，它们在本文中被统一翻译为“历
史学思想”。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71.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70.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71.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68.
克罗齐经常不加区别地互换使用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theory of historiography、historical theory和 theory of history等几个拼写不同
的词语来表达同样的含义。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在文中将它们统一翻译为“历史学理论”这样一个学界容易接受的术语。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p. 172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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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①可见，在克罗齐这里，“历史学理论”属于“历史学思想”的固有内容。
一切真历史都是活的当代史，这是克罗齐本人的历史学理论。蕴含活的当下精神和思想的真实

性或科学性，乃是“历史学思想”的内在要求或本质所在。因此，史学史需要排除文献学性历史
( philological history) 、诗歌性历史( poetical history) 和修辞性或实用性历史( rhetorical or practicistical
history) ，它们被克罗齐视为假历史。文献学性历史类似于死的编年史，徒具科学的外表而缺乏精神
的内涵，因而没有真实性。诗歌性历史是出于情感的冲动而非思想的驱动，它不是在思想中也不是为
了思想而发挥想象力。在诗歌性历史学家心中激荡的是对朋友和爱人的情感，而非对精神和真理的情
感。修辞性或实用性历史是出于某个政治、宗教、道德甚至消遣的目的而讲述的历史，往往以诗歌性历
史为前提且与其并肩而行，因而同样不是以思想本身为目的的历史。然而，克罗齐又认为，这些错误的
历史形式，对于历史学思想来说，并非全然没有积极意义。它们能够对精神或思想的发展起到辅助作
用。真历史通过区别于这些假历史而肯定自己，历史真理也通过对它们的扬弃而不断深化。②

作为克罗齐眼中另外两种虚假的历史形态，超验的历史哲学和自然主义或决定论的历史也同样

如此。在克罗齐看来，史学史就是科学的历史学与各种非科学的历史学相互斗争的一出戏剧。前者
当然是正派角色，但如果没有后者作为反派角色，这场戏剧将无法演出，即便上演，也将索然无味。
作为心灵的历史构建形式，超验的历史哲学连同其他虚假的历史，终将转换为对实在的认可，成为真

正的和严格的历史。正是在这种辩证运动中，历史学思想才得以不断发展以至进步。因此，克罗齐
认为，“正如似乎没有理由从史学史中排除各种历史学理论，也就是历史学对于自身的意识，似乎也
没有理由从史学史中排除各种历史哲学，因为它们的同质性，我指的是，它们与真正历史实际上的同

一性，它们( 各种历史哲学) 并不是( 真正) 历史之偶然因素或物质成分，而恰恰是它的本质所在。”③

正如弗林特( Flint) 在《法国历史哲学》(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France) 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历史哲
学和历史学汇聚成一条单一的法国历史学思想史河流。在这里，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是历史学思想
发展的推动者。“无论波舒哀( Bossuet) 还是罗兰( Ｒollin) ，孔多塞还是伏尔泰，奥古斯特·孔德还是
米什莱或托克维尔，都平等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④

克罗齐也不赞成将史学史做成“具体历史的历史”，也就是那种研究具体历史作品的历史。那样
的话，史学史就成了有关具体史实的“专门史”。比如，如果我们就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的
某些特殊材料，写一个针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史，那么，我们就会通过批评和完善马基雅维利的说法，

改写佛罗伦萨的历史。这本应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史学史家应该聚焦于历史学的思想形式而非史
料内容，致力于将史学史打造成为历史学思想史。在不考虑史著中的特殊材料的情况下，那么，“除
了史学家构思特殊材料的‘方式’，除了史学家借以构建其叙事的‘心灵形式’，从而除了史学家的理
论和他们的历史学‘思想’，还能有什么呢?”⑤

克罗齐相信，这种史学史即是历史学思想史的观念，与其历史学与哲学相同一的断言是完全一

致的。在史学史上，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哲学家的思想具有相同的性质，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历
史学家除了要对有关历史学的理论进行思考，还要同时对他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的理论进行思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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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73.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p. 27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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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这些事实有了深刻的哲学理解，他才能很好地将它们叙述出来。以克罗齐所举的温克尔曼
( Winckelmann) 的艺术史为例。正是由于从哲学的高度出发，温克尔曼才对艺术概念有了新颖和准
确的把握。他在头脑中首先形成一种有关美的哲学理念，然后再据此抽象出艺术风格的历史，而置
艺术家本人的性情、个性和历史情势于不顾。这样写出来的艺术史，其实是艺术家的纯精神活动的
外在表现。①

其实，在克罗齐看来，整个西方史学史就是一部历史学与哲学相互纠缠的历史。他说:

不必涉猎其他太个别的例证，一眼就能看清，古代的历史学是与有关国家宗教、伦理和
实在整体的古代概念相一致的，中世纪的历史学是与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相一致的，19 世
纪上半叶的历史学是与观念论和浪漫主义哲学相一致的，19 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是与自然
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相一致的。因此，单就历史学家而言，无法区分历史思想和哲学思想，
二者在叙事中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的; 不过，单就哲学家而言，也同样无法保持这种区分，因

为，我们心里都明白，起码嘴上都会说，每个时期都有其特有的哲学，它是关于那个时期的

意识，同样也是那个时期的历史，起码在起源上是如此; 或者，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哲学和

历史学是彼此一致的。如果二者是彼此一致的，那么，哲学史和史学史也是彼此一致的，也
就是说，二者不仅彼此不可区分，甚至彼此不可相互隶属，因为二者本是一体的。②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从某个时期的历史学出发，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的哲学。比如，通过思考希罗
多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以及李维和塔西佗，我们可以形成对希腊罗马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完整
理解。对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思考，有助于加深对文艺复兴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认识。在中世
纪，即便是纯粹的史料编纂者，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基督教信仰或时代精神，单

就此而论，他们并不逊色于伟大的奥古斯丁。克罗齐甚至认为，在他自己的时代，那些文献学者和社
会研究者们，也多多少少同斯宾塞和海克尔( Haeckel) 在他们的学说体系中那样，见证了实证主义的
信条。“通过这样扩大概念和充实材料，哲学史就能够表明，哲学是一种贯穿于整个生活的力量，而
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某些人的特别发明和信仰，哲学史从而将会获得从来不曾有过的手段，以实现与

整个历史性运动的紧密结合。”③

“反过来，史学史也会通过这一融合获得好处，因为它将会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指导性原则，并
通过哲学的手段使自己既能够理解一般的历史问题，也能够理解它的作为艺术史和哲学史、经济史
和道德生活史的各个具体方面的问题。舍此而寻求其他解释标准是徒劳的。”④克罗齐不满意弗埃
特( Fueter) 的《新史学史》，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这部史学史著作缺乏哲学的解释原则。⑤ 比如，关于
1870 年之后的历史学变化，弗埃特的确看到了其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及其背后的达尔文生存
竞争理论的原因，也注意到了埃及和东方学发现及其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理论的冲击，等等。
不过，在克罗齐看来，对于解释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来说，这些观察仍然有些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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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是对的，但它们并没有触及最近历史学的心和脑，它们不过是在绕着它的躯体打转。”①

那么，1870 年之后历史学的“心和脑”是什么呢? 克罗齐给出的答案是自然主义，也就是那种用
自然科学的方式研究历史文化的理想和倾向。即便弗埃特本人，也向往一种科学化的历史书写形
式，希望它能够像一架巧夺天工的机器那样精美，能够与亥姆霍兹( Helmholtz) 的《音调理论》( Theory
of Tones) 那样的物理书相匹敌。当然，克罗齐本人所崇尚的并非是自然主义，而是历史主义。但无
论如何，对他来说毋庸置疑的是，只有根据自然主义这条哲学线索，才能将 20 世纪头十年的西方历
史学解释清楚，弗埃特所指出的那些影响 1870 年之后历史学变化的因素，不过是自然主义思想的特
殊体现。②

总之，哲学史和史学史是完全同一的。可以说，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中，哲
学史和史学史都隶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研究者们甚至形成了判然有别的学科认同。出于一些实
际考虑，比如，材料太过庞杂，不同学术训练的需要等，的确有必要对哲学史和史学史进行分门别

类的研究。这本身无可厚非，甚至是有益的。不过，“出于实际考虑而貌似被分离开来的却被思想
真正统一起来”。③ 哲学史与史学史之间这种基于思想的真正统一性或同一性，正是克罗齐反复强
调的东西。

三、哲学在历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作为一个绝对历史主义者，克罗齐在思考历史学的本质时，头脑中一定萦绕着维柯的历史性观

念，回响着黑格尔的历史性精神哲学，心中高悬着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史学理想，同时提防着自己时
代实证主义的过度影响。不过，与试图完全回到过去的极端历史主义者不同，克罗齐认为，真正可能
的历史学是从活生生的当下出发对过往的重新思考。这种历史学理论本身就是作为精神的哲学与
历史学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哲学与历史学同一”这样一个看似奇怪的断言，其实在
克罗齐那里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论，它是其精神世界各因素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克罗齐看来，历史之外没有形而上学的目的论阐释，也没有自然主义的因果解释。历史自己

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需要外来的指点，它自己是自己的救世主。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历史自身既是哲学，同时也是思想，它是自我理解的，也是自我解释的。历史学是对历史的思想。任
何形式的历史学，都需要诉诸于判断，借助于普遍性的概念，去理解和把握历史。历史学概念的背
后，是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体系，它规定着历史学的价值乃至方向。哲学没有历史学是空的，历史学
缺乏哲学是盲的。哲学与历史学本来是一体的，也应该是一体的。哲学家不是闯入历史学家领地的
布谷鸟，他们本来就是栖居于人类精神之林的一家人，都是人类共同思想和价值的奉献者。任何割
裂哲学和历史学，割裂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倾向，都可能会把历史学引向歧途。
对历史学实践而言，作为一种对其本质的反思或“观看”，“史学哲学”或“狭义的史学理论”具有

根本性和构成性的作用。历史学家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哲学反思，提高自己的理论自觉，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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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更具学理性。① 克罗齐有关哲学与历史学同一的思想，就是对历史学本质的一种反思，因而
也属于史学哲学的范畴。作为这一思想的核心，有关哲学作为历史学方法论的论题，进一步说明
了哲学反思对于历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启发我们，只有通过对历史范畴进行哲学的剖
析，历史学家才能够对历史事件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为历史问题提供更理性的解答。无论我
们是否意识到，历史学家往往是在其时代精神的影响下，有意无意地使用着来自哲学的概念。比
如，对于“文明史”这类当前热门选题的深入研究，怎么可能避免对“文明”和“价值”等概念本身的
哲学思考呢?

从历史知识论或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克罗齐对神学—形而上学进行了解析，试图以此为历
史性哲学扫除障碍。在历史学领域，超验哲学体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本体论，也就是当前学
术界所说的历史理论。克罗齐对超验哲学的批判也几乎同样适合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种批判的
确击中了超验哲学的要害，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局限性。不过，超验哲学或思辨
的历史哲学是很难根除的，因为它源自于人类追寻意义的天性。克罗齐自己也承认，“作为形而上
学的哲学观是根深蒂固的，它仍然苟活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是毫不奇怪的，这些人总体上摆脱了它，

却没有在细枝末节上予以根除，也没有向它关闭所有大门，导致它会以多多少少意想不到的方式

重新返回。即便我们现在很少发现它公开或直接显现，我们也还是可以识别或觉察到它的一些这
样那样的方面或态度，像心灵的怪癖或无意识的偏见那样挥之不去，它们随时都有可能把作为方

法论的哲学赶回到错误的老路上去，并为已被克服的形而上学的复归铺平道路，尽管不过是短暂

的复归。”②

另外，即便是先验性甚至虚构性的历史阐释，它对于历史学的价值也并非全然是消极的。如果
拒绝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始终面对变动的历史经验，从而被无限制地历史化，那么，思辨的历史哲学

就可能会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并最终造成意义的丧失。获得了“散文”的平白和明晰，也会同时失去
“诗歌”的高尚与意趣。任何彻底的理论都不免具有某种先验性和诗歌性。只要对之保持适当谨慎
和批判的态度，思辨的历史哲学不仅不会损害反而可能会成就历史学的合理性和深刻性。而且，对
某种东西的批判必须以熟悉这种东西为前提。形而上学的历史化必须以纯粹的形而上学为前提。
就克罗齐本人来说，正是因为他精通哲学史，了解形而上学的优劣短长，他才能对之展开合理的批

判，也才有条件对之进行历史化。只有在一种必要的张力之下，哲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才更为有效。
如果把哲学视为一条竖轴上方的 A点，把历史学视为下方的 B点，那么，二者结合后位于两点之间的
C点，其理论高度取决于 A点的高度。
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和时代之问，应该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有深刻的和全面的哲学把握。而要达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透
彻理解，严格讲来，还应该了解其产生的思想背景，最好能够熟悉西方哲学史。为了增强中国历史学
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的有效性，需要一方面继续夯实我们民族史学的实践根基，深入挖掘我们民族

史学的理论资源;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础性研究。
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结尾，克罗齐对德国历史学家梅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 表达了敬

意，称赞他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在梅内克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德意志民族国家起源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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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河:《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人文反思评析》，《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1 期。
Benedetto Croce，Theory ＆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p. 154.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究》一书的前言中，有一段话引起了克罗齐的共鸣，让他感觉像是自己说的。梅内克说:“本书是基于
这样一种信念: 德国的历史研究必须使自己更进一步，与政治生活和文化的伟大力量达成更自由的

互动和联系，却又不放弃它在方法上的宝贵传统; 它必须使自己投身于哲学和政治，却又不伤害它自

己的目的和本质，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发展其切近的本质，从而成为既是普遍的，又是民族的。”①

抛开特殊的言说语境，单就梅内克这段话本身来说，它对于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可能也

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的历史学应该首先是民族的，它应该植根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并有助于构筑我们

的民族精神; 我们的历史学也应该是世界的，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和未来，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姿

态和自信，吸收包括史学思想在内的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我们的历史学应该是时代的，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为了助推民族复兴的宏伟进程，它应该使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以及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生
活中，致力于提出和解答紧迫的现实问题。同时，我们的历史学也应该是深刻的，它可以与哲学携手
并进，致力于对历史的本真理解，坚持对真实的内在追求，磨砺自己的思想敏锐力，增强自身的精神

价值感。或许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学才能获得并保持一种富有韧性的自主性，从而为我们国家的
整体学科发展，也为世界的学术进步，贡献一份独特的智慧和力量。

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解决

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命题* ②

吴 英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学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同理，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

系同样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新中国建立伊始，就确定唯物史观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而
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经 30 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已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即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也纷纷建立起来。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
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唯物史观在解释中外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解释力逐渐下降，由此对

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也逐渐被边缘化。笔者认为，解释力逐渐下降的并非唯物史观本身，而是唯物
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借鉴自苏联，斯大林写作的《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
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经典表述。
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关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介绍基本沿用了斯大林的解释，

中国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基于此。近九十年基本不变的认识已经使唯物史观的
传统解释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步伐，逐渐失去对中外历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力，由此逐

渐被边缘化。当前，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已经提上日程之时，构建适应新时
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实现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发展，则成为必须完成的一项前提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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